
  
 

 

 

 

 

 

 

 

 

 

 

 

[摘要] 

    研究世界历史的一些学者们将 17 世纪定义为危机时代。 到了 17 世纪，当太阳的黑点爆炸，

冰冻圈降至约 2 摄氏度时，地球遭遇低温现象。有人认为，由于这种异常低温现象，导致地球上发

生了饥荒和瘟疫等各种灾异，加之战争的发生，人类历史面临一个大的危机。学术界将这种观点特

别地称为“17 世纪危机论”。 从世界史的角度，十七世纪被认为是“危机的时代”。在亚洲史领域，

也有一些基于危机论的研究。可是，我们若想详细查看东亚史的展开过程与情况，这种理论方法在

此未必适用。朝鲜在此时期经历了战乱，国内有非常强大的呼声主张“重建论”，欲从政治、社会、

思想史等各方面建立新结构和新机制，以此复兴这个国家。这股势力非常活跃，积极讨论理想社会

形态，提出多种改革方案，并最终导致了朝鲜“实学”的产生。朝鲜对新秩序的这种思考，从政治

和社会层面引领了时代的走向，形成了内部的长效讨论机制。此外，它也使得朝鲜在与邻国的外交

对应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与多样。这是朝鲜能够克服危机、步入新时期的原动力。我相信，若以本国

史和对外关系史的双视角来看待这一时期历史，中国史和日本史也可以勾勒出更加生动的历史面貌，

并取得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成果。 

１．绪论 

    “17 世纪危机论”是通过研究欧洲历史开始被提出的，并指出这个理论亦适用于亚洲，是一

个全球性现象。然而，这个“17 世纪危机论”是否适用于东亚历史的发展，还待于研究。本文旨

在阐明以朝鲜、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 17 世纪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朝鲜历史的特征。    朝鲜王朝、

明朝和日本室町幕府成立时间相近，在“朝贡册封体制”的国际秩序下建立关系。从 14 世纪后期

到 16世纪后期，三个国家和平相处，未发生冲突。 

    然而，当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宣告对外侵略时，东亚和平开始出现裂痕。丰臣秀吉于 1590 年

接见朝鲜通信使后，要求朝鲜国王配合日本入侵明朝。对朝鲜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要求。丰

臣秀吉却完全不考虑以往的国际关系，提出了破坏性的要求。于是，1592 年 4 月，丰臣入侵朝鲜。 

    朝鲜向明朝求援，明朝派遣部队支援。丰臣秀吉意识到无法迅速战胜对手，便来到讲和谈判桌

上。明朝根据传统观念，将丰臣秀吉册封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接受了册封，但主张为了结束

战争，应该从朝鲜那里获得“战利品”，这导致了日本的再次入侵。 这就是丁酉再乱，丁酉再乱因

他的死亡而告终。 

    另一方面，壬辰倭乱快要结束时，女真族中的一个部族开始急速壮大。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

建立后金国，随后自称皇帝，并把国号改为清。女真族两次入侵朝鲜，引发战乱。这两场战争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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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北，结果朝鲜和后金建立了君臣关系。后金最终取代灭亡的明朝，成为中原的统治者。 

    换言之，这一时期东亚历史急剧变动，中国明清朝代交替，日本德川幕府建立，朝鲜也在努力

重建国家。一些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东亚世界解体”、“中国式世界秩序解体”，或将其作为“17

世纪危机论”的一环来解释。然而，这种视角是否妥当，有必要重新审视。 

2.“战乱时代”、“两乱”与“16-17世纪” 

韩国史学界把朝鲜时代区分为前期和后期，即把 15 世纪和 16 世纪视为朝鲜前期，把 17 世纪

到 19 世纪视为朝鲜后期。把朝鲜历史划分为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点，是基于日本入侵朝鲜的壬辰倭

乱和丁酉胡乱，以及女真族侵略朝鲜的丁卯胡乱和丙子胡乱。将日本和女真族入侵朝鲜定义为“两

乱”，由此试图划分时代界限。 

    朝鲜史学者一般将“两乱”以前时代定义为朝鲜的发展时期，将“两乱”以后定义为朝鲜的艰

难时期，并且夸张地描述了“两乱”的实际受害情况。此外，还出现了“内在发展论”，即认为在

后期朝鲜克服被害的困境，在急速变化中向近代发展。 

    然而，“两乱”的名称是否合适尚有疑问。 首先，壬辰倭乱和丁卯、丙子胡乱之间有三十年的

间隔。两次战争在形式上亦差异巨大，也就是说，倭乱是一次“全面战争”，其中有 10 万余名日

军进入朝鲜，蹂躏全境，是与朝明联军对垒的“全面战争”， 而胡乱是一场“有限战争”，清朝旨

在短时间内降服朝鲜，从而集中力量与明朝开战。然而， 以“两乱”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理由

在于为了把对朝鲜人力和物质造成巨大破坏的壬辰倭乱与在思想方面给朝鲜带来很大冲击的胡乱相

提并论。 

  虽然“两乱”这个名称通常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但把朝鲜历史划分为前期和后期的基点几乎都

是壬辰倭乱，这是因为给壬辰倭乱赋予了划时代性质的结果。也就是说，朝鲜因倭乱损失巨大，短

期内难以复兴。然而，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研究对朝鲜受害程度有很多夸大其词。倭乱结

束后不久进行的土地调查数值，作为战乱后“与民休息”政策的结果，被低估了。当我们参考这些

最近研究结果时，会发现以往的壬辰倭乱研究存在不少问题。 

    在韩国史的研究过程中，对 17 世纪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政治史研究。这是一些从

关于东人和西人为代表的派系体系建立等的新视角展开的研究。这里可以把派系政治的确立看作朝

鲜王朝统治体制的完善。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再造论”等的提出，是试图从政治和思想上

克服国家危机的一个动向。 

    此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与“17 世纪危机论”这一世界历史潮流相呼应，人们试图将“小

冰河期论”应用于朝鲜王朝历史的研究上。这是以朝鲜半岛无法避免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为前提而提

出的。事实上当时朝鲜半岛饥荒和瘟疫流行，由此出现许多问题。然而，克服这种危机的努力从各

方面并行展开。 

    17 世纪韩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家族制度”。从 17 世纪初开始，长子继承权强

化，两班（朝鲜时代最高级的社会阶层）家族四代奉祀的普及，过继养子盛行，以长嫡子为中心的

亲属关系制度得以确立。而且，在婚姻制度中，男方在女方家（妻家）生活的时间开始减少，女方

在婆家生活的方式逐渐普及。社会、经济方面对女性的差别对待，开始在两班统治阶层中扎根。这

也是一种应对社会变化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推动变革的机制。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观点是主张摆脱以往的时代划分论，从社会经济方面关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同质性， 也就是所谓的“朝鲜中期论”。该研究关注的是在壬辰倭乱后，作为一种社会结构，

两班在朝鲜牢固地建立了统治地位。在壬辰倭乱的特殊时局下，两班们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在战后

恢复过程中掌握了主导权。他们采用的改革主义理论，以礼制秩序的建立和“与民休养生息”为代

表，例如“乡约的普及”和“朱子家礼”的施行。这样的改革论经过仁祖反证以后有一段时期实行



  
 

了国家主导改革论，但是随着“小冰河期”的到来，再次变为自律性的扩大政策。 

3. 思想变化和克服危机 

    面对危机，朝鲜从各方面提出了复兴理论。17 世纪以来朝鲜思想界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礼的

发展。当时的礼，不仅限于以红白喜事为中心的仪式，礼学者们将礼的范围甚至扩展到了对国家制

度的讨论上。这样的礼对加强国家的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作用。 

    以性理学思想为背景的官僚们，在 17 世纪大同法和 18 世纪均役法的施行等国家制度的改革过

程中提出了大小变通论。大变通论主张超越朝鲜王朝现有的制度和惯例的根本性变通或改革。与此

相反，小变通论则主张恢复现有制度和惯例所提示的原型，来健全国家秩序。这样，性理学自 17

世纪以来一直作为一种强化的统治理念继续发挥着作用。 

    于是，在 17 世纪朝鲜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思想界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实学思想的

出现为代表。作为新的思想潮流的实学思想，是指朝鲜 17 世纪以后在社会上出现的现实性、改革

性的思维形态。实学思想虽然没有正面反击性理学，但是它要克服历来性理学者所提倡的朱子唯一

主义，而且，该主张立足于先秦时代原初儒学的变通论。他们主张的变通论，大体上带有大变通论

的性质。因此，实学思想是 17 世纪以来朝鲜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产物，作为取代或改革

性理学的经世论，登上了历史舞台。 

    实学产生的背景，首先是内在因素。 社会、经济方面的农村社会变动，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成为一个因素，首先最重要的是它对以性理学为本位的朝鲜思想界形态的发展变化起了很大作用。

对 17 世纪战争以后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经世论，性理学的经世论在合理地应对之策方面显示出了

其局限性。所以，朝鲜思想界开始提出既不拒绝性理学的学术风格，又摆脱认为只把朱子性理学视

为唯一的立场，开始提出立足于新基准的新的改革性经世论等。 

    实学发生的背景，亦不能排除外来因素。17 世纪，朝鲜在丙子胡乱中惨败，为了挽回局面，

朝鲜在各方面做了努力。这时出现了“蛮夷”清朝代替明朝统治中原的状况。朝鲜思想界在重新审

视传统正统论和华夷论的过程中，也产生了继承中华意识或朝鲜中心主义。  

    朝鲜中心主义对实学学者的自我觉醒也有一定影响。实学家也重新审视正统观念和华夷论，这

对重新确立实学家自己的思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实学者们的改革论基于先进的儒教思想，它的思

想涉及到王道政治论、权力结构改革论、官僚制度改革论、科举制度改革论、军事制度改革论、土

地制度改革论、工商业振兴论、社会改革论等多方面。而且，对儒学思想的研究或对外国的认识和

历史观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4．朝鲜 17世纪的外交 

    1598 年 11 月，日本军队全部撤出朝鲜。1600 年 9 月，明军也撤出朝鲜。朝鲜需要重建国家，

同时还需要重新确立外交关系。在侵略当事国日本，德川家康掌握了实权，批判丰臣政权的对外政

策。德川家康因政权的正统性不足，所以有必要得到“外国”政权的承认。于是，德川家康积极邀

请朝鲜派遣外交使者。发出外交邀请的是几年前侵略自己国家的日本，而掌握政权的人则是表明壬

辰倭乱时未参与侵略的人物，为此朝鲜苦恼了几年，也特别关注了日本政权的状况，终于 1607 年

决定派遣使者。 

    明朝则苦于女真族的不断壮大，以壬辰倭乱时的“再造之恩”为由，要求朝鲜在军事方面共同

应对。朝鲜不知所措，光海君和仁祖政权都在同样问题上苦无良策。迅速壮大的后金政权——清，

先是入侵朝鲜，建立了兄弟关系，然后发动丙子胡乱，建立了君臣关系。明朝和朝鲜的关系被强行

切断。1644 年清朝进入北京，成为中原统治者。如何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朝鲜陷入更深的苦恼



  
 

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虽然取消要求朝鲜派遣援军的要求，但过去为了共同对清

作战曾有过提议。在朝鲜，也有像趙絅一样持这种观点的人。随着时代的变化，内在的对应和外在

的对应互动。在丙子胡乱中，被派到日本的使节曾从“回答兼刷还使”更名为“通信使”。 

    17 世纪被称为“危机时代”。 每个国家如何应对这一时期呢？ 如上所述，我只探讨了朝鲜方

面的情况。但是，朝鲜的应对方法不只取决于内在要素，还需要审视变化和引发变化的关系，而且

同时还需要观察它对各国内在性变化带来的影响。 

5. 结论 

    17 世纪的朝鲜，在战争危机之后提出了强有力的复兴理论。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为了

挽救国家，促发了一个创造社会新机制的趋势。各方积极讨论了理想的社会改革措施，并提出了积

极的改革建议，这一趋势表现为“实学”。创造新秩序的苦恼，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牵引着时代，造

就了一个长期的争议性结构。此外，外交方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法。 

    这变成朝鲜克服危机并进入新时代的动力。因此，17 世纪是危机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新的变

化和发展时期。在这里，朝鲜的 17世纪史与西欧史学中的 17世纪危机表现出一定的差别。 

    在韩国史方面，对 17 世纪史，发现需要从新视角来研究的领域有很多。在历史发展的大原则

下，我们将必须重新加以定义 17 世纪史的个别事件所具有的意义。 

    如果我们在日本史和中国史的研究过程中，同样从本国史和国家关系史的视角来审视 17 世纪

这一时代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更接近事实。 

 


